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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民智：近代知识分子主动担起历史责任 

——近代无锡社会教育与地方自治的关系 

 

蒋伟新 

 

[摘要]近代无锡地区的教育革新走在全国前列，社会教育事业更是随着地方自治的推

行而广泛活跃地开展。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地方自治首先要开发民智，主动承担起教育救

国，提高民众国民意识的历史责任。在民众教育、地方自治的实验中，做出了出色成绩。

总结其教育思想和实践，以及文化教育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对地方政治行政体制改革

以及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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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在社会剧烈变动的过程中，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始终

在思考探索、关注总结鸦片战争以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社会变革没有取

得成功的症结。看到普通民众对多次政治变动总是漠然相对，难以引起群众

的普遍热情和广泛支持，很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的怨愤和

遗憾。为此对民众的认识和态度分为两派，一种是不相信民众的觉悟和力

量，幻想依靠少数社会精英来救国；另一种是从教育入手以图提高国民素

质，唤起民众参与民主，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戊戌维新以后，这部分知识

分子在提出“实业救国、振兴工商”的同时，提出“教育救国、开发民智”的口

号。他们自觉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教育改革事业之中，推动通俗教育、白

话文运动和新式学校教学，普及大众文化。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一系列社

会教育运动深入开展，民众的文化教育基础和参与政治的自觉性有了一定提

高，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五四运动以致大革命的兴起，做了基本的民众思想

启蒙和准备工作。总结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联系当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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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热点地方自治问题，考察两者的关系，对当今的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以及

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方自治首要开发民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种社会制度的生存，不仅需要生产力作为基

础，需要政治结构作为组织，还需要思想文化作为支撑。纵观历史发展，思

想文化的变革总是作为政治制度变革的前导和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

思想和主流文化的长期道德教化，一方面规范了民众的思想行为，另一方面

也造成民族的奴性和懦性思维，缺乏自主和平等思想意识。主流传统文化思

想体系在起到巩固和维系封建社会稳定和延续的同时，另一方面的作用也逐

渐显露，使得中国社会发展前进缓慢甚至迟滞衰落。在西方文化强势侵蚀之

下，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它的不合时宜。 

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不甘心中华民族面临落后危亡状况的知识分子，

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开始了艰苦的文化探索。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

更加深重，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改良派，从西方引进一些新的政治

制度理论，开始了“变法”实践，并推动了清政府的“新政”，试图采用立宪改

革以及地方自治来救亡图存。 

清朝末期，许多人都认识到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政治的腐败，

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倡言民权，呼吁变法，他们在提出建立宪政政体方案的同

时，把革新图治的希望寄托于地方政治改革。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出

现了一股地方自治思潮，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从地方自治做起。“凡

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基本”。[1]维

新派把地方自治同变法维新运动联系起来，提出要兴民权，必先兴绅权，而

要兴绅权，最好的途径是实行地方自治。1898 年，梁启超说：“以提倡实

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为主义”。立宪派把地方自治看作是推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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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和根本，1901 年，张謇在《变法平议》一书中，主张仿行日本地方自

治制度，“设府县议会”，实行地方自治。20 世纪初，以上海商务总会为主要

代表的新兴工商业界也感到“清廷大势岌岌，不复可有为”，“非仿文明各国地

方自治之制，不足以图强”。 

这一时期地方自治舆论的中心内容，在于如何培养国民意识与实行宪

政。各派政治力量对地方自治和开发民智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识到这两者

的重要性，认为地方自治是培养国民意识、伸张民权、实行宪政的根本途

径。分歧是：一派认为民众没有地方自治能力，先要依靠开明君主和开明绅

士实行变革，推行地方自治，然后可以开民智、立宪政；反对者认为可以在

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开发民智，然后实行民治、宪政。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改良派论争中国变革方式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中国民众有没有国民性，有没有共和国民的资格，能不能在中国实行民主共

和。改良派认定国人长期受封建正统文化思想束缚，只有臣民的奴性，只是

一盘散沙，不能把治理国家的重任交给民众，否则定会引起天下大乱、国家

分裂甚至灭亡；只能依靠开明君主实行“开明专制”，逐渐推行变革，才能免

于内外交困下的国家民族灾难。梁启超提出：“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

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应当首在伸民权，重乡权，培养

人民的政治能力。而伸民权、重乡权，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开绅智，二是

定权限。他在《论湖南应办之事》文中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

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

智，即有一分之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故“欲兴民

权，宜先兴绅权”，“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

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

万事之起点”。“以上三端，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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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有人撰文说：“自治之制，盖所以补官治之不足，

而与官治相辅而行”，“绅士者，实地方自治之代表也”。[2]因此改良派的“伸

民权”，并不是要让普通民众掌握政权，而首先要兴绅权，“开绅智”，甚至要

先“开官智”。因为“中国自开国以来，未尝有国民也”，中国民智未开，人民

智力低下，缺乏自治能力，故而“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中国进

步的方法，只能渐进，只能依靠开明绅士以地方自治辅助官治，实行君主立

宪。由此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绅民，他们的伸民权是要让绅士作为地方自治的

主导，掌地方自治的权限。 

革命派则认为当前中国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封建统治集

团已经腐烂透顶，必须先要采用暴力革命推翻皇权，然后中国可以有民权，

可以搞民主共和。当然民众先得训练，经过“军政”、“训政”阶段，然后再进

入“宪政”，实现国家的民主政治。这里同样有个去除民族劣根性，唤起民众

普遍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成为真正的国民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个普及国

民教育的过程，使民众达到一定文明素质程度，提高国民之参政意识，培养

立宪国民之资格，使“举国之人皆有„我即国，国即我‟之理想”。 

地方自治是孙中山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综合了

中国传统儒家民权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提出自己的以直接民权为核心的

地方自治理论。地方自治 以县为基本单位，直接民权包括人民对于本县的政

治，拥有普遍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人民掌握了这四大民权，

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权”以后，用来管理政府行使的行政权、立法权、司

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这五项“治权”，才算是一个权能分治的完全的民权政

治机关。推之一省、一国，才能实现国家治理，奠定国家的基础，建立真正

的民国。所以孙中山的目标是人民真正的自治，做到主权在民，民众要成立

自己的议会和选举自己的领导者，有充分的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意愿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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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同时也有相应的法律来保障他们的利益和权力不受国家的干涉，最终

“唤起民众，发动民力，加强地方自治组织，促进地方自治事业，以奠定革

命建国的基础”。 

但是孙中山又担心国人素质过于低下，不堪负于民权重任，所以要由“先

知先觉者”去教育发动“后知后觉者”以及“不知不觉者”。孙中山在 1906 年主

持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将革命建国程序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

治、宪法之治三期。其中第二期约法之治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

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3]因为“我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之深，牢不

可破，不有一定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

利？”
[4]211 训政时期是军法之治向宪法之治过渡的时期，在此时期，由国民党

代表人民治理国家，同时“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4]208

为宪政时期实现民主政治做准备。 

国民党执政以后，打着“总理遗教”的旗号，竭力推行地方自治。根据孙

中山的建国理论，认为强国政府，必建筑于健全的民众之上，然而如何能使

民众健全，则必定要先实行地方自治。一般民众缺乏自治知识、自治能力、

自治精神，并不知道主权在民的意义，并不懂得主权在民的方法。要做到主

权在民，就要做切实的训练工作，使民众知道自己对国家的关系，对社会的

责任，懂得民权的意义，明了民权的运用。地方自治就是训练民众参政的能

力，就是直接民权的准备，为实施宪政创造条件。按照孙中山《地方自治开

始实行法》内所举的清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等

地方自治六纲领，当时各级地方政府与社会各界相配合，在地方自治各个方

面做了相应的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进步知识分子通过自身的努力，主动担负起

开发民智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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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锡兴起社会教育热潮 

戊戌维新前后，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教育救国”的口号下，主张效

法世界先进国家，兴办学校，开办报馆，提倡启发民智，培植人才，成为一

种社会潮流。近代无锡教育革新兴起较早，新式学校教育发展领全国风气之

先。1898 年 2 月，杨模等人就创办了竢实学堂，同年 8 月，俞复等人开办三

等学堂。1904 年 10 月无锡成立锡金学务公所（又称学务处），这是全国最

早设立的民间新式学校教育管理机构，比朝廷设学部掌管全国学务还早一

年。到 1905 年无锡城乡已有各种新式学校包括女子学校 40 多所。[5]
 

在普通学校教育兴起的同时，社会民众教育也受到关注。维新以后先后

兴起的通俗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等

社会教育活动都曾在无锡推行试验，无锡的社会各界人士也曾对这些教育潮

流作出积极反应。1898 年 3 月裘廷梁等人创办《无锡白话报》，拉开了无锡

社会通俗教育的序幕。无锡的职业教育举办也比较早，20 世纪初，无锡城乡

就出现了兴办职业教育的浪潮。到 1909 年清政府颁布办理半日半夜学堂的

诏谕以前，无锡已经办有多种通俗职业学堂。侯鸿鉴、顾倬等人于 1905 年

创办“商余补习夜校”，招收商店青年学徒业余补习文化，每日晚间授课。并

经常举办演讲会，邀约本地有名望之士义务演讲，每次听众达到 100 多人。

同年周舜卿创办“商业半日学校”，后改名为“廷弼商业学校”。华子唯、华倩

朔在荡口创办“鹅湖女学”，校内设刺绣专科，这是无锡女子职业教育的开

始。1907 年华文川、李佩黻夫妇设立“锡山绣工传习会”，许多女校也都附设

刺绣科或将刺绣作为一门选修课程。1907 年，南门外伯渎港办有商余夜校，

此外还有城中第一、第二半日学校、天下市的蓉阳半日学校、青城市的半日

女学等，1911 年，怀上市严义庄的“严氏经正学校”也开办了农工商余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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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辛亥革命前，无锡城乡有公私立学校 152 所，其中包括职业学校和业余补

习学校 10 多所。[6]
 

民国初期，蔡元培任教育部长，设立“社会教育司”，发布了关于通俗教

育讲习所、图书馆等规程，全国各地开设“通俗教育研究会”。无锡进行的通

俗教育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组织通俗教育宣讲所，定期定点到城乡各处

宣讲；二是创办图书馆，到 1919 年，除县立图书馆外，还在农村建立了开

原乡大公图书馆、天上市村前图书馆、万安市教育会图书馆、青城市新民图

书馆等。1917 年设立了县立通俗教育馆，分为博物和演讲两个部。博物部陈

列了各种物品 2694 件，供民众参观。演讲部采取定期、临时两种方式举办

演讲会，由侯鸿鉴等人训练演讲员，然后到各地演讲，以宣传科学、卫生及

改良风俗为主要内容。当时全县 17 个市乡还设立 100 多所公众阅报所，公

园、体育场等一些公众文化体育场所也先后建立，成为通俗教育中举办的内

容。[7]34
 

民国成立后，新的教育体制形成，各类职业教育公私并举进一步发展，

开始遍及城乡。当时有“县立乙种工业学校”、“市立女子职业学校”、“市立泾

皋女子职业学校”、“私立乙种商业学校”、“无锡实业学校”等校先后设立。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无锡共有全日制和业余的工商职业学校 20 多所。[8]早先

的一些职业教育，以文化常识、商品知识、珠算簿记、手工工艺和日常副业

等为主，受文化基础及师资设备等条件因素限制，学校教育中工程技术类科

技知识还很少涉及。1918 年以后，随着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工商各界纷

纷举办专为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的职业学校。如荣德生办的“公益工商

中学”，杨翰西办的“广勤金工学校”，米豆业办的“积余商业学校”，“锡钟社”

冯晓钟等人办的“锡钟高级商业学校”，钱殷之等人办的“纲南高级会计科职业

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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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无锡的各种社团组织、学校、慈善机构和热心教育

的人士，在全国平民教育的浪潮中，纷纷办起平民学校、义务夜校和工人夜

校。平民教育的意义、目的和普通学校教育不同，举办平民学校完全是尽义

务，经费一般由热心人士私人资助，教育对象是失学青年和成人平民，基本

免收费用，通常都在夜间上课，以识字、生计、公民常识 3 方面为主要教育

内容，4 个月一期。1924 年间成立的“锡社”，把举办平民学校作为主要活动

任务之一，到 1926 年就已经在城乡各地办起了 12 所平民学校，各校借用当

地小学教室作校舍，教员由锡社社员或社外热心人士义务担任，开设读法、

常识、珠算等课程，学生总数达到 542 人。[7]36 其他社团和学校举办的义务

学校、工人夜校和农村平民夜校也遍布城乡各处。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30 年代，民众教育成为一项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教

育运动。在一批教育界人士的热心推行下，民众教育较平民教育在理论和实

践上又有发展，教育内容也更为丰富，可分为健康、公民、生计、文字、家

事、休闲 6 项。教育形式分为民众学校教育和民众社会教育两种：民众学校

教育以教学文化知识的课堂教育为主，对象是 12 岁以上、50 岁以下以工厂

和商店职工为主的社会贫困失学民众，课程有识字、计算、珠算、常识、唱

歌等，夜间上课，修业期限为 3－4 个月；民众社会教育则借助运用公共文

化设施，如教育馆、图书馆、陈列馆等，还组织一些社会性的文化活动，如

剧社演出、集会演讲等，包括了生计、健康、公民、休闲等较为广泛的社会

文化内容。这段时间里，城乡民众学校、劳工学校、工人夜校纷纷设立，平

民学校也都改称为民众学校。在开展民众学校教育的同时，民众社会教育也

迅速展开，原来的通俗教育馆改为民众教育馆，还新办了农民教育馆、工人

教育馆、民众茶园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教育机构，积极活跃开展各种民众教育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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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7 月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院迁来无锡，1930 年 6 月改名为“江苏

省立教育学院”，办学宗旨为培养民众教育人才，研究实验民众教育事业。

省立教育学院的师生在俞庆棠、高阳的带领下，积极开展民众教育，先后设

立了各种民众教育实验区、实验民众教育馆和实验民众学校，使无锡的民众

教育活动进一步推向高潮。无锡成为全国社会教育的“三大中心”之一。[9]
 

社会教育运动的活跃开展，是爱国知识分子对于开发民智，唤起民众成

为真正国民的时代要求作出的自觉反应，对于提高民众的文明素质具有一定

作用，也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地方自治运动的重要部分，无锡的社会教育

实践，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当然这些毕竟只是基础工作，其所能取得的

社会改良效果是有限的。事实上，宪政制度所要求的“民智”具有远为广泛的

内容，要求民众对民主政治文化和价值的普遍知识及自觉。冀图用简单的普

及社会教育，以此达到“造就健全的公民，改造整个的社会，并充实个人的

生活”，“藉以亲近民众,唤起民众，启发其组织能力，引进科学知识及技术，

于民智日开民生改善之中，社会组织日健，国势自必随之兴隆”
[10]的目的，

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下，还只能是一种善良愿望。 

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民众教育实验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进行的实验事业，不仅是民众教育活动，同时

也直接进行了地方自治实验。教育学院先后筹设的实验基地有：黄巷乡民众

教育实验区、农民教育馆、社桥村实验民众教育馆、丽新路工人教育实验

区、江阴巷民众图书馆、实验民众学校、南门实验民众教育馆、高长岸农民

教育馆、惠北民众教育实验区以及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等。[7]68 黄巷乡

民众教育实验区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创办最早、使用力量再多的一个实验

区，于 1929 年初开始筹备，同年 3 月开展工作，1932 年夏季结束。实验区

的工作目标，是计划用 3 年时间，以民众教育的力量推进一个乡的地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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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普及教育，同时产生适用的教材和教法，为准备下一步开辟以区或县为

实验单位提供经验。丽新路工人教育实验区于 1930 年春创设，1934 年结

束，实验目的是以工人为主要施教对象进行政治、文化教育。高长岸农民教

育馆设立于 1930 年秋，1933 年夏结束，是以村为单位进行的民众教育实

验。南门实验民众教育馆于 1930 年秋成立，是为实验城市民众教育实施方

法，包括工人教育和棚户区贫民教育，办有民众茶园、民众保健处、阅书

处、阅报处、民众娱乐处、民众法律顾问处、城南自治协进会、业余读书会

等项目，直到 1937 年抗战爆发结束。惠北民众教育实验区开办于 1932 年

秋，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筹设于 1932 年 8 月，都是在黄巷乡民众教育实

验区以乡为单位实验结束后，以区为单位进行的农村社会实验，原定实验时

间为 3 年，后延长至抗战爆发才结束。江阴巷民众图书馆设立于 1930 年春，

1933 年 4 月结束，在划定服务区域以图书馆作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实验。实验

民众学校于 1933 年创办，开设从文盲到初中等不同文化程度的班级，学生

有工人、店员、小商贩、失学失业青年，还有家庭妇女及儿童，分日校、夜

校轮流上课。[11]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设立各个基地，特别是几个实验区的目的，除了民众

文化教学以外，是要帮助当地进行地方自治。开展的主要项目有：[12] 

1、成立乡村改进会或自治协进会。“乡村自治的实现，必须使一盘散沙

之农民，先有组织，俾民众在共同信约之下，得发挥其力量”。乡村改进会

或自治协进会主要由当地热心公益事业的青年农民组成，村成立村改进会，

镇成立镇改进会。村镇改进会一般设干事 1 人，主持会务。如果某一村镇改

进会会员较多，则可以设干事多人，其中 1 人为总干事，主持会务。干事由

会员选举产生，任期 1 年，可连选连任。各村镇改进会按照会员人数比例推

选代表组成实验区联合会，并分担职务，再推选会长 1 人，副会长 2 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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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联合会日常工作。村镇改进会每星期至少召开全体会员会议一次，主要内

容是讨论本村镇有关乡村建设问题，并就此作出决议。“举凡修桥、造林、

筑路、开办小学等地方公益事业，均由该会发动主办之”，作出的决议大多

都得到了执行。 

2、协助保甲编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把推行健全保甲制度作为地方

自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江苏省政府要求各教育机构协助指导。教育学院各实

验区在协助保甲编制的同时，还积极从事保甲制度的实验，内容主要是：①

定期召开甲民会议和保甲会议，讨论本区域内应兴应革各类事项，并利用会

议训练甲民关心时政；②取具联保切结与编订保甲规约，增进民众互助共

信，提倡新风制约不良习气；③举办保甲长讲习会或训练班，并在自治实践

中加以指导训练，由保甲长领导乡民在保甲内自治、自卫、经济、教育、卫

生等诸项实际建设工作中获得知识，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3、成立完备信用合作组织。农民常年遭受高利贷盘剥，加重了生活的艰

苦。实验区与江苏省农业银行无锡分行合作，开设了农民借款储蓄处和农村

贷款处，并在实验区组织农民成立贷款联合会以及储蓄会，指导农民现代金

融知识。以后又将借贷联合会改组成信用合作社，还在信用合作社附设合作

仓库，举办农产品储押放贷业务。 

4、推进各种合作化。推进合作是实验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区都设有专

职的指导员，负责指导本地区农民成立各种合作社，有信用兼营合作社、稻

麦蚕生产供销合作社、蔬菜生产供销合作社、工艺品产销合作社、养鱼合作

社、养猪合作社、垦殖合作社、运销合作社、水利合作社等等。在指导农民

成立各种合作社的同时，也很重视对农民进行合作知识教育，举办合作讲习

班或讲习会。并且重视合作社的管理，保证开办的合作社的质量，业务不良

或运行不善的及时加以整顿或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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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普及科技知识，推广指导先进农业生产。所做的主要工作是：①推广

优良稻麦品种；②防止稻麦病虫灾害；③指导蔬菜栽培；④举行植树造林运

动；⑤推广改良新式农具；⑥举办农产品展览会和评比活动。 

6、指导农民开展副业生产。指导的副业生产有：①蚕桑，这是无锡农村

最主要的副业，实验区与华新制丝养成所合作，设立育蚕指导所，大力推广

改良蚕种，组织稚蚕共育和烘茧合作，并指导农民增加饲养秋蚕，增加农民

收入；②养猪，是农民最普遍的家庭副业，实验区帮助农民借贷资金，改良

猪种，防止猪病；③传习手工艺，指导手工艺品的加工和生产销售。 

7、开展健康业余生活教育，改良传统旧习。休闲教育是民众教育实验的

一项重要内容，教育学院《实验区设施纲要》规定，休闲教育的目标是：使

农民有一种自娱娱人的才能，有参加各种娱乐活动的志愿与习惯，不作赌博

等无谓之消遣，能作一种简易健身运动，有讲述故事谈话时事之能力与习

惯，有欣赏音乐图书戏剧等艺术之能力，有静观事物以娱身心之习惯。为此

实验区普遍开设民众茶园，开展文体娱乐、演讲报告、阅读书报、谈话讨论

等活动，利用民众闲暇生活，寓教于乐，以求提高民众知识技能，改良风化

习俗，促进社会文化，丰富民众生活。在此同时，提倡民众公共卫生，设立

卫生所，建立保健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宣传破除迷信，改良婚丧旧习，指

导民众健康生活。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遵循孙中山“必须唤起民众”的号召，团结了一批富有

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发扬牺牲奉献精神，深入社会底层和农村民众，举

办的民众教育研究实验事业，也是一次地方自治的积极实践。虽然由于社会

和自身的局限以及理论的不足，实践中也有弱点，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评

价，其取得的成绩以及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一些经验至今还

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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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思想和实践，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有利于民

主宪政的建立，也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人民的自治能力。近代知识分子进行的

开发民智教育活动，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

部分。两者之间互有联系、互相促进。分析总结这种内在关系，对我国当前

现代化进程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地方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

义，同时对于我国的教育制度现代化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事业具有积

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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